
文献
 

双月刊
2026 年 3 月第 2 期 WEN

 

XIAN Mar.
  

2026
 

No. 2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的刊刻年代及

相关史事再考∗

郭 明 明

　 　 内容摘要:学界对于毛氏汲古阁旧藏《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刊刻年代的判断存在争议。 重新分析考证书末所附跋文中的历史信息

可知,此书并非以往认为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河南或山西刻本,而
是元代湖北刻本,具体而言是由南阳书院山长蜀人王履主持,由驻扎于

武昌路的平阳太原万户府万户郑昂霄出资,元大德十一年(1307)刻成

于南阳书院。 此书的刊刻,折射出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

图景。
关键词:《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元代　 版本　 王履　 郑昂霄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以下简称“ 《重校三礼图》 ” )现藏国

家图书馆(索书号:07277) ,是北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传世刊本中颇

为重要的一种,时代仅晚于现存最早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

刻本《新定三礼图》 。 是书原为毛氏汲古阁插架之物,近代归蒋汝藻传

书堂,蒋氏书散后又被张元济收入上海涵芬楼,影印于《 四部丛刊三

编》 ①。 其刊刻年代,向来有宋代、蒙古、元代诸说,概未形成定论。 本

文将深入分析《重校三礼图》卷末王履跋文中的历史信息,稽考与之相

牵涉的人物和史事,以期从历史学角度对该书的刊刻年代重新做出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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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交往交流交融视阈下的陕北宋夏金城址调查研

究”(23CZS023)阶段性成果。
聂崇义集注:《析城郑氏重校三礼图》,《四部丛刊三编》,商务印书馆,1936 年。
下文凡引此书皆据此本,为避繁琐,不一一出注。



一、《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诸说梳理与辨证

(一)诸说梳理

《重校三礼图》自见于著录以来,刊刻年代先后出现过宋代、蒙古、元
代三说。 “宋代说”并无论证,主要可见《重校三礼图》目前所知最早的收

藏者明末汲古阁主人毛晋在书中钤有“宋本” “甲”印记①。 “蒙古说”与

“元代说”的论证都围绕书末王履跋文展开,兹引录如下:
《三礼图》余袭藏久矣,尝欲刊之梓,与同志共之,家贫未之能

也。 中间辽东唐括师皋为置书版矣,工费犹无从出也。 丙午夏,余以

涪翁《易》、文定公《春秋》传授诸生于葛庐。 时潞城王贡文举暨濮阳

聂君天佐来过,听讲毕,偶及是图。 文举曰:“无它求,郑侯归,当为

先生成之。”余应曰:“诺。”然亦未必其言之雠也。 未几,文举不幸不

起,余哭之馆中。 后数月,郑侯北还,次日过余衡茅,共话文举,悯悼

久之。 又次日,乃遣其客于寅子隹来,曰:“君所欲刊之书何在? 请

命工计之”。 余曰:“余与文举语时,郑侯在北也。 郑侯归,文举已

矣,此言何以达郑侯也?”子(□)〔隹〕曰:“文举病中尝以此见属,郑
侯归,问文举临殁时何所道,余以是告,故特遣某来。”余闻,不觉为

之长叹焉。 何则? 文举,布衣士也;郑侯,国家大将军也。 寒士临终

之语,且传闻之辞,何足介胸次,乃拳拳如是! 则文举平日所以取信

于人,郑侯平日所以不忘乎旧,是可以观其故矣……次年季春朔旦,
长南阳山昌元王履书于楚梓堂。

王国维考证书名中“析城”即河南邓州下辖淅川县,跋中之“丙午”乃蒙古

定宗元年( 1246),故判断是书为蒙古时期河南刻本②。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张元济将《重校三礼图》收入《四部丛刊三编》时所作跋语全采王

国维观点,定之为蒙古定宗二年刊本。 随着《四部丛刊》的广行于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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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又,民国戊午年(1918),傅增湘曾借此书校补《通志堂经解》本《新定三礼图》,校书

时也以之为“汲古阁藏宋刊析城郑氏刻本” (傅增湘著,傅熹年整理:《藏园老人手

稿》第 14 册,中华书局,2020 年,第 70 页),但后来在《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已按王国维说改为“蒙古定宗二年刊本” (傅增湘:《藏园群

书经眼录》卷一,中华书局,2009 年,第 50 页。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二,中华书局,2009 年,第 96 页)。
王国维撰,王亮整理:《传书堂藏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3—44 页。
下引王文观点皆本于此,不另出注。



界基本信从“蒙古说”,更将其推为蒙古时期的代表性刻本。 此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重校三礼图》的刊刻问题再未有过争议。 直至 2015 年,华
喆和李鸣飞指出“析城”当为泽州阳城县西南之析城山,《重校三礼图》刻

于山西而非河南,“郑侯”则是出身泽州阳城郑氏家族的郑鼎①。 这一看

法在对王履跋文的解读上有所突破,但于刊刻年代仍守“蒙古说”。
2017 年,许雅惠根据《〔雍正〕 泽州府志》 中“蜀士王履家藏《三礼

图》,患传布不广,因门客王演言,刻之家塾”和“王演,乡贡,湖广通城县

教谕,为郑参政昂霄门客,蜀士王履有家藏《三礼图》,患传布不广,劝郑

捐俸刻之家塾”②的记载,推定王履跋文中的关键人物“大将军郑侯”乃

郑鼎之侄郑昂霄,进而认为“蒙古说”不能成立,《重校三礼图》刊刻的“丙
午次年”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书实刻于湖北鄂州南阳书院③。 此

说虽创新较多,然由于所用确定刊刻年代的核心史料来自晚出的方志,且
缺少必要的论证过程,对王履跋文中“郑侯”以外的其他信息亦探求无多,
是以发表后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当下最新出版的有关《三礼图》的图录、整
理本及研究论著在提到《重校三礼图》时,还是遵循王国维的观点④。

(二)《〔雍正〕泽州府志》王演劝郑昂霄刻《三礼图》事辨证

《〔雍正〕泽州府志》所记王演劝郑昂霄刻王履家藏《三礼图》一事是

“元代说”赖以成立的基础,但该志毕竟修成于清代,属晚出的“记述性史

料”,可信与否需经检验方能确定。 好在这位王演的行迹并非仅此一见,
这就为考证方志记事之真伪提供了可能。

比《〔雍正〕泽州府志》更早的《〔康熙〕阳城县志》记王演是元代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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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华喆、李鸣飞:《〈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与郑鼎关系略考》,《文献》2015 年第 1
期,第 7—14 页。 乔秀岩、叶纯芳亦赞同此说(乔秀岩、叶纯芳:《聂崇义〈三礼图〉版

本印象———纪念多一种蒙古时期山西刻本的发现》,《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85—500 页)。 按,乔、叶二先生论文虽发表在前,但文中已

明确引及华、李文考证结论,故列于后。
朱樟纂修:《〔雍正〕泽州府志》卷三六,《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第 32
册,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363—364 页。
许雅惠:《宋、元〈三礼图〉的版面形式与使用———兼论新旧礼器变革》,《台大历史

学报》第 60 期,2017 年,第 69—71 页。
图录见《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 2 册《经部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582 页;整理本如聂崇义撰,丁鼎、孙蕴校释:《新定三礼图》“校释说明”,中华书局,
2022 年,第 1 页。



“至顺年任武昌路通城县教谕”①,《〔光绪〕山西通志》则将王演列入元代

乡贡进士中,言“阳城人。 通诚〔城〕县教谕。 至顺三年”②。 此外,王演

还在地方文献和金石资料中多次出现,兹将搜检所得列于表 1:
表 1　 与王演有关的石刻文献

碑刻名称 立碑时间 署名 存佚情况 资料来源

重修成汤庙碑 延祐四年

(1317)
王演撰 原在阳城县析

城山,已佚

《〔光绪〕 山西

通 志 · 金 石

记》《金石分地

编目》著录

重修成汤庙记 延祐七年

(1320)八月

儒学教谕王演

撰

原在阳城县南

神庙,已佚

《阳城金石记》
著录,《〔同治〕
阳城县志》录文

太清观重修寥

阳殿碑

至顺四年

(1333)三月

武昌路通城县

儒学教谕里人

王演撰

原在阳城县太

清观,已佚

《阳城金石记》
著录

晋宁路阳城县

主簿周君祷雨

碑记

后至元四年

(1338)
行中书省除上

隽学椽王演撰

原在阳城县刘

村 北 芦 河 旁,
已佚

《阳城金石记》
著录

阳城县右厢成

汤 庙 祷 雨 灵

应颂

后至元四年

(1338)
王演撰 原在阳城县东

王庙,已佚

《阳城金石记》
著录,《〔乾隆〕
阳城县志》录文

重修通驿桥记 至正四年

(1344)三月

行中书省除上

隽文学椽阳城

王演篆额

原在阳城县下

孔寨庙,已佚

《阳城金石记》
著录

曲沃监县去思

碑铭

后至元六年

(1340)
通城 □□□ 王

演撰

原在曲沃县文

庙,已佚

《 三晋石刻大

全·临汾市曲

沃县卷》 著录

并录文

表 1 中前六方碑都在阳城县,最后一方在与阳城相近的曲沃县,均隶属于

中书省晋宁路。 由此可知,王演是阳城人,入仕后长期于湖广等处行中书

省武昌路通城县任儒学教谕一职,他曾频繁参与家乡阳城县及其周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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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项龙章修,田六善述纂:《〔康熙〕阳城县志》卷五,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刻本(索书号:地 160. 65 / 32),叶九。
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卷十五,三晋出版社,2015 年,第 1123 页。



地方活动,因“碑版文字古雅有体,逸诗刻石翩翩有致,足为文士之秀”①,
每每被推为碑文撰者或篆额人,时间集中在延祐四年至至正四年之间。

王履跋文云,将王履家藏《三礼图》推荐付刻的王文举是潞城人,以
布衣身份客于郑侯门下,于丙午年去世。 这样一来,上面这位王演的生平

就和王文举存在颇多出入:王文举籍贯潞城在元代乃晋宁路潞州下辖县,
而王演籍贯阳城则是晋宁路泽州下辖县,二者虽距离不远,却并非一地;
王文举去世的时间为“丙午”年,此“丙午”无论是依王国维所定的蒙古定

宗元年还是许雅惠所定的元大德十年,都早于王演在历史上活动的延祐

四年至至正四年。 王文举为王履死友,如果劝郑侯刻书者真为王演,王履

绝不会颠倒错谬如斯,所以只能是《〔雍正〕泽州府志》的记载有误,将王

文举和王演的事迹混为一谈。 而在民国二十三年印成的《阳城县乡土

志》中,王演更被误传为《三礼图》的详订者:“《三礼图》,传详订者广文

王演。 王演,授湖广通城教谕。 绘《三礼图》,详为订正。 刊印以广其

传。”②后世方志之不可尽信,于此亦可见一斑。
在确定王履笔下的王文举并非王演、《〔雍正〕泽州府志》所记王演劝

郑昂霄刻《三礼图》事为子虚乌有后,许文提出“元代说”的一系列推论也

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考虑到这位联通王履和郑侯的王文举,只是郑侯门下一名早逝的布

衣门客,或许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更多记载,因此还是要回到原点,从王

履跋文中寻找更具有断代意义的历史信息。

二、《重校三礼图》王履跋文中历史信息的再考察

王履跋文是确定《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最为重要的依据,然而文中

除“丙午”和“次年季春朔旦”外,再没有明确体现时间的信息。 但其中牵

涉的人物与史事,尚有若干待发之覆,本节即循此展开考证。
(一)王履

王履是《重校三礼图》祖本的持有者,籍贯昌元,作跋文时任南阳书院

山长,为诸生讲授《周易》和《春秋》。 这是跋文所提供的王履主要信息,前
人对他的了解也基本止步于此。 幸而王履在史籍中还留有其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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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赖昌期总修,谭沄、卢廷棻纂修:《〔同治〕阳城县志》卷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山

西府县志辑》第 38 册,第 351 页。
杨念先:《山西省阳城县乡土志》,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38 页。



大德五年夏至日,王履为王申子《大易缉说》作序,自述:“分教澧阳

时,丁石潭递至沅阳书院,策题以《易》图书数偕《春秋》王正月为问,所疑

正与前合。 余谓十图九书,本体也;九图十书,经纬也。 拟书答之,未果,
而石潭已矣,至今抱此一恨。 忽南阳学正李君章袖编《易》见示,读之,则
吾巽卿所著《缉说》《补说》也。”①由此可知,王履在执掌南阳书院山长前

还曾任澧阳学官,且对易学素有研究。 而“巽卿”乃王申子之表字,据田

泽《续刊大易缉说始末》言,王申之为“前卭州两请进士,寓居慈利州天门

山,隐处幽深,无心求仕”②,与时人多有过从,去世时袁桷特作诗挽之③,
后世的《大明一统志》《新元史》等书中皆有其事迹。 又虞集《慈利州天门

书院记》载:“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开门授徒以自

给。”④此“王某”应即王申子,他迁居慈利州的时间是至元十二年(乙亥,
1275)。 王履与王申子均是蜀人,二者又都雅好易学,加之住地相近,自当

有所交往,故而王履才会为《大易缉说》撰序。 不过,王申子书并未在大

德五年付印,其刻成已迟至延祐三年,且过程较为曲折,书末所附田泽

《续刊大易缉说始末》备载此事,这当中又再次关涉到王履。
田泽,居延人,居延在元以前是西夏亦集乃路,故其族属可能是色目

人中的唐兀氏⑤。 据日本宽永刊本《棠阴比事》卷首田泽序言,大德七年,
他被任命为澧州路总管府推官⑥。 大德十年,田泽访得王申子《大易缉

说》《春秋类传》二书,拜读之后极为推崇,于是呈文本路,并由澧州路转

申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和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申请刊刻;廉访司核议指

出,二书未经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司考校,返回申请。 于是田泽复请南阳书

院山长王履写一封文书予以揄扬。 《续刊大易缉说始末》完整保留下这

37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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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字,文前有“本路移准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司牒,行据南阳书院王山长

申”,此可算是王履在《重校三礼图》跋和《大易缉说》序之外的重要佚作。
然而由于一些研究者不熟悉“某+申”是元代公文的固定格式,先入为主

地认为“王山长申”即王申子,或在无任何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凭空多增一

“子”字①,或引申说王申子的本名就是“王申”②,皆与事实不符。
笔者还注意到,许有壬《故封从仕郎武昌路武昌县尹万君墓碣铭》记

元武昌县尹万希孟事迹云:“至元四年戊寅岁七月戊申,君以疾终于

家……作德新堂储书,延蜀老儒王履佐才。 八年,佐才捐馆,躬治含(檖)
〔禭〕棺敛,将择地葬之。 其子欲葬鄂,不能止,乃厚赙之。 复求明师勉诸

子终业……既受命而终,寿七十二。”③其中提到的“蜀老儒王履”,籍贯

(蜀)、年岁(老)、身份(儒)、活动地点(武昌路)均与作《重校三礼图》跋

的王履相合,应为同一人无疑。 这样一来,就可知晓王履的表字是佐才。
王履入武昌万家为万希孟诸子授业的时间,铭文未有明确说明,只云“八

年,佐才捐馆”,然万希孟是在后至元四年病逝,王履身故的时间定在此

前。 从王履尚任南阳书院山长的大德十一年至后至元四年间,年号无有

“八年”者,故王履捐馆的“八年”只能理解为来到万家的第八年。 由此上

溯,王履最晚当于至顺二年已在万家,捐馆于何时暂无法确定。 去世后,
其子将之葬于鄂州,此为王履最后归宿。

可见,作为刊刻《重校三礼图》最核心人物的王履,主要活动于元代

中后期,交往的友人也大都生活在入元以后。 王国维所定蒙古定宗二年,
与之相距时间甚远,故“蒙古说”的判断实难成立。 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一

个证据。
(二)唐括师皋

唐括师皋是《重校三礼图》 书板的置办者,其生平除跋文所言籍贯

“辽东”外,历来认为无考。 实际上,史籍中尚有线索可寻。 姚燧作于大

德五年十月的《遗安堂记》载:“故上怀恩监州唐括君,齐年友也,以燧之

生偶先,兄命之。 其不恙时,尝请记其遗安堂。 疾革犹促为,将启手足,顾
言其子师皋曰:‘记成,当奠几筵以告。’ ……然遗必有受,师皋其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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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壮矣,好学有誉,其行于家,既如君之孝其亲者孝其亲;其闻诸乡,又
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①程钜夫《跋唐括子举遗安堂记后》云:“子举

家辽东,昔管幼安索居于彼者数十年,聘召者屡而卒不至,至使时君画其

衣冠容状,问其起居辞令,以慰愿见之心。 若幼安者,真能安矣,抑谁遗之

乎? 吾不知德公子孙如何,今子举好学自修,安于先训。 吾深有所感矣,
喜而书其后。”②两相比照,姚文中的“唐括君”即程文中的“唐括子举”,
而唐括师皋正是其子,且大德五年时“年方壮”,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唐括,原乃金代女真部落和姓氏之一,最初以帅水(又名率河,在今

黑龙江齐齐哈尔双阳河一带)为居住中心③,入元后,有规定“若女直、契
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④,唐括子举一

族无疑属于后者,“辽东”则成为他们族源和祖居地的代称。 据姚燧言,
唐括子举是其“齐年友”,此词与“同庚”同义⑤,姚燧生于南宋嘉熙二年

(1238),这也是子举的生年;大德五年,姚燧为唐括子举遗安堂作记时,
子举已经病逝。 又据元人刘时中所编《姚燧年谱》,大德三年己亥十二

月,姚燧曾作《上怀恩州唐括君碑》⑥,此或为子举卒年,则子举去世时约

六十一岁。 作为女真后裔的唐括子举能得到姚燧与程钜夫之称赞,汉文

化水平应颇为深厚。 唐括师皋受其父熏陶,亦好学有誉、孝亲信友,因此

才会和王履交好,并为《重校三礼图》采办书板。
由此,唐括师皋的生年约在至元八年前后。 若按王国维言《重校三

礼图》刻于蒙古定宗二年,唐括子举尚未成年,唐括师皋更没有出生,自
然不能成立。 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二个证据。

(三)南阳书院与楚梓堂

南阳书院楚梓堂是王履撰写《重校三礼图》跋文的地点。 宋元时期

5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牧庵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18
 

—
119 页。
程钜夫著,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卷二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第 312 页。
学界以往多认为唐括氏是党项族,实误。 关于唐括族属和帅水位置考证,详参陈

岑、郭明明:《辽金之际女真唐括部驻地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3 年第 3
辑,第 143—150 页。
宋濂:《元史》卷十三,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68 页。
佚名撰,王云路等点校:《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甲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5 页。
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附录《姚燧年谱》,第 692 页。



的南阳书院,可考者有两处,一处在河南南阳,一处在湖北武昌。
河南南阳书院,据程钜夫《南阳书院碑》碑文及碑阴记①,乃元至大初

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至郡拜谒南阳城西的武侯祠之际提议创建,至
大二年(1309)春动工,皇庆元年(1312)秋落成。

湖北武昌南阳书院为南宋末年名将孟珙所创。 其源起,高斯得《公

安南阳二书院记》载之最详②,但未提及书院的建设时间;刘克庄《孟少保

神道碑》则言公安和南阳二书院于淳祐二年(1242)始立,淳祐五年正式

建成③。 武昌南阳书院在元代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 大德五年,江南

湖北道肃政廉访使程钜夫与前进士王应龙、儒学提举武乙昌、山长史时敏

等重修南阳书院。 程钜夫《重修南阳书院记》纪其事云:“大德五年冬,重修

南阳书院成。 大成殿,楚梓堂,日新、养正、尚志、立本四斋,凡新屋百八十

础。 从祀两庑,武侯祠,乡先贤祠,尊经阁,凡葺屋百八十八础。 木千有奇,
瓦甓十四万八千,工万二千二百,而殿之役最大。”④而据姚燧《牧庵集》及

刘时中《姚燧年谱》,大德三年间,姚燧曾寓居武昌南阳书院,并在楚梓堂作

《澧州庙学记》⑤,这说明楚梓堂在重修前已有,此次可能只是翻新扩充。
由上可知,建有“楚梓堂”的南阳书院在湖北武昌,该书院建成于宋

淳祐五年,元大德五年重修。 上引王国维之考证,没有关注到“楚梓堂”
这一关键信息,而是仅凭“南阳书院”之名就将王履所在的书院置于河南

南阳,并认为这座书院金时已有,元代重修,程钜夫《南阳书院碑》乃“误

以复旧为创始耳”,实属失考。 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证据。
《重校三礼图》跋文表明,王履在南阳书院遇见王文举并谈及刻书事

的时间是“丙午夏”。 宋元之际的“丙午”年有二,一是南宋淳祐六年(亦

即蒙古定宗元年),另一是元大德十年。 从以上考证来看,只有大德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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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丙午”才能同时满足本文提出的三个证据。 如此,则《重校三礼图》正

式刊刻成书的“次年”就应该是元大德十一年,王国维“蒙古定宗二年”说

不能成立,至于许雅惠所提“元代”说的文献依据和考证过程虽均有差

误,但其结论却可谓歪打正着。

三、《重校三礼图》刊刻出资人“郑侯”身份的确认

确定《重校三礼图》刻成于大德十一年后,再来反观此书刊刻过程中

出资人国家大将军“郑侯”的身份。
在元代的湖广地区,姓郑而又为将称侯者只能来自驻扎于武昌路的

平阳太原万户府阳城郑氏家族。 华喆等正是敏锐注意到这一点,才准确

判定《重校三礼图》的刊刻与阳城郑氏有关,并成功解读出“析城”即指该

家族籍贯所在的阳城县名胜析城山。 但受“蒙古刻本”成说之囿,他们认

为这位“郑侯”当为平阳太原万户府首任万户、号也可拔都的郑鼎。 现在

《重校三礼图》的刊刻时间既明,那么卒于至元十四年的郑鼎自不会是王

履所记的郑侯。
考诸郑氏家乘,郑鼎之后,其子郑制宜承袭平阳太原万户,最初仍镇

守鄂州,至元二十三年被征入朝,二十四年因扈从忽必烈北征乃颜之乱,
以功“加怀远大将军、枢密院判官”①,三十年出为衡州行枢密院副使,不
久复入京师任官,并新获世职“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原平阳太原万户一

职由郑鼎二弟郑庭瑞(一作廷瑞)和郑鼎三弟郑甫之子郑昂霄相继接任。
关于郑庭瑞、郑昂霄任万户事,许有壬记云:“初,忠肃公之薨也,子忠宣

公制宜袭万户,升枢密判至副使,以叔父信武老,择称者,以公袭。”②似乎

是郑庭瑞因年老未能袭任。 刘岳申则言,郑制宜入朝任枢密院判官后,郑
氏万户职“以叔父(遥) 〔廷〕瑞袭,(延) 〔廷〕瑞老不任,以公袭”③,似乎

是郑庭瑞因年老未能袭任。 然笔者发现,现存于山西晋城泽州县大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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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辛壁村汤帝庙元大德九年十月十五日勒石的《创建太平观记碑》末尾

刻有郑庭瑞名字,录其官职为“宣授信武将军镇守鄂州平阳太原两路管

军上万户府万户”①,此可证郑庭瑞确实曾袭万户,且大德九年时还在任

上。 另外,《阳城县金石记》著录有一至大元年三月立的《重修三神庙记

碑》,“碑末列都维那丞直郎、前邠州知州、怀远大将军、镇守武昌路兼管

诸军奥鲁劝农事郑甫,晋宁、冀宁两路管军上万户郑昂霄等衔名”②。 按,
大德九年,平阳、太原二路以地震改为晋宁路和冀宁路③。 故“晋宁、冀宁

两路管军上万户” 即郑氏世袭之平阳太原万户在大德九年改名后的称

呼。 该碑为最早明确记载郑昂霄任万户的“遗留性史料”,可信度较高,
这样就可以推断出他袭任万户的时间应在大德九年至至大元年(1305—
1308)间。 又,大德五年时,郑昂霄曾率部参与元廷征八百媳妇国之役,大
德七年春“贼平,公之功居多。 入朝,赐银钞、金段、弓矢,以明威将军进

怀远大将军”④。 综上,从时间和官阶两方面因素考虑,郑昂霄更符合王

履跋文中提到的大德十年至十一年出资助刻《重校三礼图》的“国家大将

军”“郑侯”的身份。
最后,附带讨论一下《重校三礼图》的刊刻经过。 王国维最初定此书

为王履刻成于河南,而郑侯助以刻赀,故题“析城郑氏家塾重校”;后华

喆、乔秀岩等又认为郑侯是从王履处取书刊刻于山西阳城,版成后由王履

作跋,题名为“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许雅惠则认为书版乃辽东唐

括所刻,实际印刷地点在湖北南阳书院,因是郑侯出资印造,各卷卷首皆

作“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细绎跋文,王履说得很清楚,《重校三礼

图》之底本来自其家藏,“辽东唐括师皋为置书版矣,工费犹无从出也”,
是以停滞多时未能刊印;此后才是郑侯遣人问其“君所欲刊之书何在?
请命工计之”,方得最终付梓。 中间书版已置而工费尚无的阶段,以往研

究者多忽略不提,许雅惠则理解为书版已刻成但无钱印刷。 不过从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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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角度来看,在原材料备好的情况下,刻书工费一般是指雕版、上墨、
刷印、装订等的支出,其中雕版最是大头①。 如果《重校三礼图》的书版在

郑侯出资前已由唐括师皋刻成,那所缺“工费”数额有限,王履完全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钱多多印、钱少少印,不见得一定要等到郑侯出资才有力

刷印;且版片书题中还有“析城郑氏家塾重校”字样,应与全书一体刻成,
这只能出现在郑侯助资以后。 故跋文所反映《重校三礼图》的出版始末,
应是唐括师皋先置办了书版材料(多为梨木板),但后续开工雕板的钱

(即“工费”)一直没有着落,直至郑侯出资,书才正式镂板印刷。 至于书

题中的“析城”二字,虽确是郑氏籍贯阳城之代称,然书却不一定要刻于

山西。 依上文所考,王履生平足迹不及北方,其与唐括师皋相遇于武昌附

近,师皋所置书版亦必存放于此。 后来郑侯出资刻书,不太可能将已有的

书版从湖北武昌运往山西阳城雕印,更有可能选择武昌本地的官方机构

或民间书坊来完成,而冠以代表自家身份的题名。 若再虑及刻书时王履

正在南阳书院山长任上,兼之元代书院刻书兴盛,《重校三礼图》刻成于

南阳书院最合情理。 总之,《重校三礼图》当属元代湖北刻本,考虑到元

代湖北刻书并不普遍,传世者更是稀如星凤,该本之发见对于元代版刻史

研究具有较大意义。

结语

本文在详细梳理学界对于《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已有认识的基础

上,从王履跋文出发,逐一考索当中可兹断代的历史信息,确认《重校三

礼图》既非毛晋初藏时所定的宋刻本,亦非王国维、张元济等认为的蒙古

刻本,而应该是元大德年间刻本。 该书背后的刊刻过程实可谓一波三折,
南阳书院山长蜀人王履原藏有《三礼图》,久欲付梓,女真人唐括师皋路

过武昌时曾为其置办书版,但因经费有限一直未能雕印;大德十年,王履

与驻扎于武昌路的平阳太原万户府第四任万户郑昂霄门客王文举谈及刻

书事,王文举主动答允向郑昂霄推荐,然未及启言即染病身故,去世前以

此作为遗愿嘱于寅转承郑氏;大德十一年,为达成亡友诺言,由郑昂霄出

资、王履主持,该书终以“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为名刻成于武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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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书院。 明晰《重校三礼图》刊刻的基本史实后,还可引发以下两点进一

步思考:
其一,在刻本文献的版本鉴定中,字体、版式、纸张是三个重要标尺,

清人孙从添即言“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

与缺,不可轻率”①,黄永年更是以此为基石构建起一套科学的体系②,对
判定版本年代帮助极大,但这套方法在面对前后时代接近、区域特征不明

显的刻本时,则存在一定的局限。 与之相辅,古籍首尾序跋一般都会对刻

书时间、刻书者、刻书地以及刻书经过有所叙述,其反映的信息更为具体,
只不过这些信息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呈现,而是隐藏于文本的字里行间。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不放过每一个具有断代意

义的信息点,充分发挥数字化时代“ E 考据” 的功夫,上下求索、左右勾

连,逐一稽考撰文者的时代行状与文中人、事内容的时限,先确定序跋年

代,再综合多方面因素,最终方能确认一书版本的实际刊刻年代。 本文讨

论的《重校三礼图》即为历史学与版本学交相互补之一显例。
其二,《重校三礼图》的刊刻问题看似微小,实则背后牵连的人物与

史事颇为复杂。 是书之刻成,与宋末元初的时代大背景休戚相关。 有蒙

古之入蜀,遂有王履、王申子等蜀人之东迁;有元军之南下,遂有“析城郑

氏”等军功家族之崛起;有宋元书院之发达,遂有南阳等书院刻书事业之

兴盛;有大一统之实现,遂有东南西北四方之汇通;有多民族之融合,遂有

汉人、女真人、西夏人、蒙古人之互动。 凡此种种,很多都是此前被称为

“第二个南北朝”的辽宋夏金时期所不能出现的,却是元代“九州四海风

雅同”之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映照,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

本文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指正教示,敬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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